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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视野中的浙江形象

———基于与西方报道框架的对比研究

曾海芳

摘　 要： 在中非关系升级的背景下， 浙江以其与非洲国家之间经济、 文化和学术的紧密联系成为中非

交往的重要平台。 文章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 对比研究了过去 ５ 年来非洲 １０ 家报纸和作为西方主流媒体

代表的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报道， 以考察在浙江形象的建构上西方报道框架对非洲框架的影响。 研究发

现， 浙江形象的建构离不开中国的语境。 在对浙江的政治主题报道中， 《纽约时报》 通过框限和架构的引

导对非洲媒体产生较大的影响； 而在经济、 社会和文化主题报道中， 《纽约时报》 对非洲媒体的影响较小，
双方呈现出不同的报道框架。 对此， 在中非交流与合作由国家层面拓展到区域之间的当下， 浙江省应当抓

住非洲国际新闻报道的 “时间差” 掌握话语主动权， 并扩大与非洲记者的民间外交， 从而推动国家之间的

良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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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增强了区域之间的合作， 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区域形象更成

为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１］尤其随着 Ｇ２０ 杭州峰会的圆满落幕， 浙江这一区域名片已走上世

界舞台。 近年来， 在中非关系持续升温的背景下， 浙江与非洲的合作不断加强， 两个看似遥远的地方

建立起了经济、 文化和学术的紧密联系。 一方面， 非洲已成为浙江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另一方面， 浙江义乌也成为许多非洲商人的第二故乡。① 经贸往来的频繁推动了双方文化和学术的交

流。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 浙江出版、 浙江影视剧和浙江文化节先后走进非洲， 开启了非洲大陆了解浙江的

文化窗口。 学术层面， 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不仅是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 实体性

的非洲研究院， 更是服务国家非洲事务的舆论引导与公共外交中心。 此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和 １２ 月相继成

立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体育研究中心和非洲影视研究中心， 也为中非的体育交流和影视合作搭建了沟

通的桥梁。 由此可见， 浙江已成为中国与非洲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平台， 浙江在非洲的形象建构不仅

关系着浙江省自身对外传播能力的建设， 还对塑造中国在非洲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战略意义。
既有的研究表明， 媒体在反映现实、 传播信息、 设置议程进而促成舆论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２］ 新

闻媒体以其 “框架” 的建构引导受众关注某个事件或事件的某一方面， 并影响受众对具体符号的解读

和思考。 在国际层面， 尽管全球化带来了多向的横向媒体流， 但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媒体信息的传播

仍然主导着 “全球媒体流” 的方向。［３］先进的通讯设备、 发达的传播网络、 成熟的制作经验以及商业化

①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 课题 “非洲的浙江镜像与浙江省对外传播

策略研究” （１５ＪＤＣＢ０４ＹＢ） 及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 “浙江在非洲的区域形象与影响力研究” （２０１６Ｎ４８Ｙ） 的成果。
据义乌市出入境管理局统计， ２０１５ 年常驻义乌的非洲商人有三千多人， 临时入境来义探亲、 旅游、 经商的有 ８ １１ 万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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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外壳和英语的通用优势， 使得西方媒介产品在全球广受青睐， 其携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由

此影响着国际受众。 因此， 作为意义的形象塑造和传播也免不了受到西方框架的影响。 事实上， 西方

媒介在设置中国的国家形象时充满了 “固定的成见” ［４］ ， 尤其在中非关系上， 西方政府与其媒体联手炮

制了 “新殖民主义论”、 “掠夺能源论”、 “漠视人权论”、 “破坏环境论” ［５］等多种破坏中国形象的论调。
遗憾的是， 非洲国家由于受西方殖民侵略的长期影响， 其媒体也偏向西方的框架和立场， 在报道中国

时或引用西方的信源， 或直接 “拿来主义” 刊登西方的报道成品。 西方媒体既建构了非洲人对中国的

认知结构， 也建构了非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屏障。［６］而在西方媒体中， 又以美国的媒体影响最为巨大， 正

如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高级研究员、 曾任美国 《外交》 杂志主编长达 １４ 年的莫伊西斯·
纳伊姆博士所言： “近五年来几乎所有能引起全球性关注和辩论的主张和思想均产生于美国， 而不是美

国之外”。［７］鉴于 《纽约时报》 在美国及全球的影响力， 本文在探讨非洲媒体对浙江形象建构的同时，
选择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报道作为参照， 希望通过两者报道框架的对比分析， 着重回答以下几个问

题： （１） 非洲主流媒体展现了怎样的浙江形象？ （２） 非洲媒体呈现的浙江形象与以 《纽约时报》 为代

表的西方媒体是否相同？ （３） 在报道浙江时， 西方媒体的报道框架对非洲框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 研究方法

本文以内容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为主， 结合定性分析， 综合考察非洲媒体中的浙江形象。 众所周

知， 非洲大陆通常划分为 ５ 个地区， 包含五十多个国家， 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 经济发展态势、 与中国

的关系和官方语言均呈现多样性。 相比之下， 区域间的差异则相对较小。 因此， 为了能全面地展示整

个非洲大陆对浙江的报道， 公正客观地反映浙江在非洲的形象， 本文选取了东非、 南非、 西非、 北非、
中非每个区域各两个国家构成代表样本， 考虑到不同国家在其区域的重要性和其媒体的影响力， 在兼

顾可操作性的同时， 最终选取了东非肯尼亚的 《民族日报》 和乌干达的 《新视野报》、 南非津巴布韦的

《先驱报》 和南非的 《星报》、 西非尼日利亚的 《先锋报》 和加纳的 《每日写真报》、 北非埃及的 《金
字塔报》 和阿尔及利亚的 《言论报》、 中非喀麦隆的 《论坛报》 和刚果 （金） 的 《潜力报》 共 １０ 家报

纸。 其中 《潜力报》 《论坛报》 《言论报》 和 《金字塔报》 为法语报纸， 其余则为英语媒体。 在研究时

段的定位上， 受部分非洲媒体网站资料存储的限制，① 本文最终选择将研究时段设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即 Ｇ２０ 杭州峰会结束近一个月）。
由于报道的对象是 “浙江”， 文章数量有限， 因此采用了目的性样本的抽样方案。 抽样过程包括检

索和筛选两个阶段。 本文首先通过网络在上述 １０ 家报纸网站搜索 “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和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得出共

１６５ 篇相关报道。 同理， 通过对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 数据库的搜索和对 《纽约时报》 官网的复核， 得到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期间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报道共 ２８ 篇， 其中 ４ 篇因文章标题和内容均只字未提浙

江， 只有图片与浙江有关， 因而只作为参考而不计入样本， 最终得到 《纽约时报》 的样本 ２４ 篇。 在深

入阅读了这些文章的基础上， 根据实际研究需要， 构建了一系列变量， 主要包括： 所刊登媒体， 媒体

所属国家， 发表时间， 所在版块， 是否配图 （１ ／ ０）， 图片是否与浙江有关 （１ ／ ０）， 文章主题 （１ ＝ 政

治， ２ ＝经济， ３ ＝文化， ４ ＝社会， ５ ＝科教， ６ ＝灾难， ７ ＝环境， ８ ＝宗教， ９ ＝人物， １０ ＝其他）， 文章篇

幅 （１ ＝短篇， ２ ＝中篇， ３ ＝长篇）， 文章体裁 （１ ＝报道， ２ ＝言论）， 报道倾向 （１ ＝正面， ２ ＝负面， ３ ＝
中性）， 文章来源 （１ ＝该媒体自己原创， ２ ＝转载西方通讯社的报道， ３ ＝转载西方其他媒体的报道， ４ ＝
与西方通讯社合作供稿， ５ ＝转载中国媒体的报道， ６ ＝其他）， 报道中涉及的信源 （１ ＝非洲信源， ２ ＝西

方信源， ３ ＝中国信源， ４ ＝模糊信源）， 以及报道是否涉及浙江信源 （１ ／ ０）， 报道是否涉及浙江媒体信

源 （１ ／ ０）。 在正式编码前， 研究者同两位编码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并随机选取 １５ 篇样本各自独立编

１３

① 笔者在搜索样本过程中发现， 不少非洲报纸网站信息保存时间都不长。 如 《先驱报》 《先锋报》 《每日写真报》 都只能搜

到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或 ２０１２ 年以后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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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之后， 运用霍尔斯提 （Ｈｏｌｓｔｉ） 公式进行信度检验， 结果发现两位编码员的信度系数为 ０ ７， 分歧

主要出现在文章主题、 报道倾向和信源的分类几个类目上。 于是， 研究者和编码员再次就这几个变量

的操作展开详细讨论， 同时随机抽取另 １５ 篇样本进行第二次编码和信度检验， 此次检验编码员之间的

信度达到了 ０ ９。

二、 研究数据

（一） 非洲媒体与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报道数量与篇幅

总体来说， 非洲媒体对浙江的报道年度分布基本均衡。 除了 ２０１２ 年的报道相对较少， 仅有 １５ 篇以

外，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的报道量均在 ３０ 篇以上。 相比之下，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年度报道数量则有所

变化。 其中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关注较少， 每年均只有一篇报道。 到 ２０１４ 年，
报道数量陡增到 ９ 篇， 之后的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的 ９ 个月， 报道量则保持在 ６ 篇左右。

非洲媒体对浙江报道的增多源于 ２０１３ 年， 此后一直呈现稳定的报道态势， 这与中国领导人访非，
中非关系升级密不可分。 事实上， 本研究选取的非洲 １０ 个国家， 由于其与浙江及中国交往程度不同，
以及媒体发达程度和性质不同， 它们各自对浙江的报道数量差别也较大。 例如， 非洲南部地区如南非

和津巴布韦对浙江的关注相对较多， 而刚果 （金） 和埃及则关注较少。
在报道篇幅上， 非洲媒体的报道以 ５００ 字以下的短篇报道为主， １６５ 篇文章中短篇报道有 １０１ 篇，

占比 ６１ ２％。 ５００—１０００ 字的中篇报道数量位居第二， 有 ４７ 篇， 占 ２８ ５％， １０００ 字以上的长篇报道最

少， 只有 １７ 篇， 占 １０ ３％。 与之相比，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报道则大多以中篇为主， 有 １８ 篇， 短篇

和长篇各有 ３ 篇。 作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百年大报， 《纽约时报》 素来以深度报道见长， 因此，
它对浙江的报道也以中长篇为主。 《纽约时报》 往往通过其深度报道和评论来传播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

值观。 相比之下， 非洲媒体的深度报道数量欠缺， 而以短平快的消息居多， 符合大众媒体的监测环境、
传播信息的基本功能。

（二） 非洲媒体与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报道主题与倾向

综合来看， 非洲媒体对浙江的报道主题较 《纽约时报》 更加多元化。 除了经济、 社会、 灾难几个

报道数量最多的主题之外， 非洲媒体还对浙江的政治、 宗教、 文化、 环境、 旅游、 医疗、 学术、 科技、
人物等给予了关注。 而 《纽约时报》 的报道主题则主要集中在宗教和经济两方面。 此外， 也有少量报

道涉及了浙江的文化和与浙江有关的人物。 由此可见， 西方媒体对浙江的关注更多地还是在意识形态

上， 其次才是经济方面， 这与其对中国的报道聚焦基本保持一致。
在报道倾向上，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报道以负面为主， 占报道总数的 ４２ ９％， 其主要集中在政治

与宗教领域。 中性报道的数量次之， 占 ３３ ３％， 最后才是正面报道， 占 ２３ ８％。 通常来说， 正面报道

的焦点集中在社会积极的部分或光明的一面， 强调平衡、 和睦和稳定； 负面报道则聚焦于与现行社会

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和反常现象， 政治上的表现是挑剔、 批评当局的政策； 中性报道居于两

者之间， 不提倡什么也不暗示什么， 直话直说。［８］ 相比之下， 非洲媒体在报道倾向上以中性报道为最

多， 占报道总数的 ４４ ８％。 其次是正面报道， 占 ２８ ５％， 再次是负面报道， 占 ２６ ７％。 不过， 非洲媒

体的正、 负面报道比例相差较小， 正面报道仅比负面报道多 １ ８％。
（三） 非洲媒体与 《纽约时报》 对浙江的报道来源与报道配图情况

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其信息采集能力有限， 因此经常转载西方通讯社或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 尽管

非洲也有泛非通讯社 （ＰＡＮＡ） 和诸如南非通讯社 （ ＳＡＰＡ） 这样的通讯机构， 但其影响实则很小。 泛

非通讯社成立于 １９７９ 年， 其初衷是为了抗衡东西和南北信息流流向的不平衡， 提升非洲在世界的话语

权， 因此当时有 ４８ 个非洲国家先后加入了泛非通讯社的新闻交换网。 然而， 如今现实的情况是， 本文

中 １０ 个非洲国家的 １４５ 篇样本中， 没有一篇是泛非通讯社的稿件。 而在非洲的国家级通讯社中， 成立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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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３８ 年的南非通讯社实力相对较强， 是非洲南部地区的新闻中转站。 但即便如此， 其许多稿件也是

与西方通讯社合作完成的。①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该通讯社以无法以非营利性机构模式继续运营为缘由， 宣布

关闭其所有业务。
通过分析样本可以看出， 非洲媒体刊登的报道一半以上 （５１ ３％） 转载自西方媒体， 这还不包括

与西方通讯社合作供稿的 １１ 篇报道 （约占 ７ ６％）。 而相比之下， 转载自中国媒体的报道数量仅占

６ ９％。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 ６ ９％的转载量都来自同一个非洲媒体， 即津巴布韦的 《先驱报》。 也

就是说， 除了 《先驱报》 之外， 其他非洲媒体都没有转载中国媒体报道的习惯， 由此可见， 在关于浙

江的报道上， 西方媒体实际上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权。
在配图方面， 作为非语言符号的一种， 新闻图片不仅能传递信息， 还能增加可信度和视觉冲击力。

因此， 观察媒体在报道中的图片选择， 可以更好地解读不同媒体想要表达的内涵。 经过统计， 《纽约时

报》 的 ２４ 篇报道中有 １８ 篇配有图片， 其中只有 ７ 篇的图片与浙江有关。 而非洲媒体的 １６５ 篇报道中有

７６ 篇配有图片， 其中与浙江有关的共 ４１ 篇。
（四） 非洲媒体和 《纽约时报》 对浙江报道中涉及的信源

尽管真实、 客观、 公正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完全客观的新闻并不存在。
表面上看， 记者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不能夹带自己的观点， 其职责应为镜子似地再现事件的原貌。 但

作为新闻采集阶段的守门人， 记者仍然可以通过信息的筛选、 信源的选择、 符码的组合巧妙地展现自

己的价值观和报道立场。 正如塔奇曼所认为的， 新闻是一张网， 一方面它永远不可能事无巨细， 尽可

裹挟在内； 另一方面， 如何结网， 网结锁在何处， 网眼多大， 网撒向何方等等， 也都大有讲究。［９］ 因

此， 本文还考察了 《纽约时报》 和非洲媒体报道的样本中涉及的信源， 尤其是浙江信源和浙江媒体信

源， 以检视浙江本土媒体在国际的影响力。 研究发现， 《纽约时报》 的报道共涉及 ９４ 个信源， 其中来

自浙江的信源 ４７ 个， 这当中又有 ４ 处是直接引用了浙江本地媒体的报道。 而非洲媒体的报道则涉及信

源 ３３０ 个， 其中浙江信源有 １１７ 个， 浙江媒体信源为 １９ 个。
也就是说， 《纽约时报》 和非洲媒体在浙江报道中都引用了一半以上的中国信源， 其中 《纽约时

报》 的浙江信源引用量还大于非洲媒体。 而浙江本地媒体 （如 《钱江晚报》 《浙江日报》 等） 的报道

被引量都相对较小。

三、 研究发现

（一） 非洲视野中的浙江形象

根据前面对非洲媒体报道主题的统计， 本研究将从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四个方面分析非洲视野

中的浙江形象。 分析过程中借助了梵·迪克的语言—文本结构分析理论， 通过语言微观结构、 上层结

构和主题宏观结构三个层次对浙江在非洲媒体中的形象展开综合考察。
１ 政治主题呈现出的浙江形象

关于浙江的政治主题报道在非洲 １０ 家媒体中篇幅并不多， 共有 １４ 篇， 占报道总数的 ８ ４８％。 细览

这 １４ 篇文章， 不难发现政治主题下的浙江与中国、 中国领导人和中非关系紧密相连。 例如， 有 ４ 篇文

章在报道中国领导人换届、 介绍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时， 都提到了他在浙江的任职经历。 尤其是津巴

布韦的 《先驱报》 （２０１３） 详细谈到了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时的各项工作进展， 指出他在任期间特别强调

浙江在公共安全、 环境、 文化、 法制和海洋经济领域的发展， 从侧面展现了浙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

深厚关系。 此外， “中非智库论坛” 也是政治主题下的关键词。 《民族日报》 （２０１５） 的专栏报道 《中

３３

① 在南非 《星报》 和 《邮卫报》 等诸多媒体的报道中， 经常可见其结尾处特别标出的 Ｓａｐａ－ＡＦＰ 或 Ｓａｐａ－ＡＰ 字样， 表明该

文是南非通讯社与法新社或与美联社合作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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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利用知识来加固其在非洲的影响》 认为， 在中非关系受到 “掠夺论” 指责的背景下， 中国积极调

整了对非策略， 采取了 “权力 ／ 知识” 模式以赢得非洲知识精英和政府及地区权力掌控者的青睐。 其中

的一种方式就是举办中非合作论坛， 包括中非智库论坛。 浙江师范大学作为中非智库论坛的提出者和

主办方 ／ 合办方，① 在中非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在对 Ｇ２０ 杭州峰会的报道中， 可以看到国家角

色的强化和地方角色的弱化， 地方形象和国家形象在此融为一体。 同样， 对浙江的政治负面报道亦离

不开中国的语境。 例如， 《先驱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的文章 《公众对官员强奸少女感到愤怒》 在评价中

国的个别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做违法的事的同时， 提到浙江也出现过官员性骚扰幼女的案件。
２ 经济主题呈现出的浙江形象

经济主题的报道是非洲媒体对浙江报道中数量最多的， 占报道总量的 ３３ ７９％， 这与浙江作为经济

强省的地位相符， 也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有关。 从前人的研究可以看到， 非洲多数媒体对

中国的经济形象基本持正面肯定态度，［１０］本文发现其对浙江也是如此。 在非洲媒体的视野中， 浙江被塑

造为 “电子商务之都” 和 “世界小商品中心”， 同时也是中国金融改革的试点和中国经济新活力的代

表。 这里靠近沿海， 有钱人和生意人多， 生意人精明且灵活， 他们中也有通过出售假货和不法代理移

民业务谋利之人。 在这 ４９ 篇经济主题的报道中， “阿里巴巴”、 “电子商务”、 “义乌” 都是出现频率相

对较高的词。 例如， 《星报》 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开始连续报道了阿里巴巴集团在美国上市的各种新闻和其

面临的挑战， 以及阿里集团在中国国内对影视、 体育业务的扩展， 报道基本以正面和中性为主。 《先驱

报》 的文章 《津巴布韦邮政拥抱物流生意》 （２０１５） 在讲述中国圆通快递和津巴布韦邮政在杭州签订

合作 《谅解备忘录》 的同时， 认为杭州作为全球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的所在地， 通常被视为是中国

的电子商务之都。 《论坛报》 （２０１６） 则详细介绍了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并高度评价了其在中国经

济总收入和中国经济向外向型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每日写真报》 则分别刊文介绍了义乌小商品市场里

的加纳店铺 （２０１４）， 以及温州与库马西 （加纳第二大城市） 的姊妹合作关系 （２０１６）。 在正面和中性

报道之余， 也有少数负面的声音， 如乌干达的 《新视野报》 （２０１４） 报道了浙江籍商人在乌干达因贩卖

假冒商品被捕的消息， 暗示浙江存在假货。
３ 社会主题呈现的浙江形象

非洲媒体在重点关注浙江的经济之外， 也用了大量报道来展现发生在浙江的各类社会现象， 尤其

是一些匪夷所思的奇闻异事，② 如： 男孩在火化前 “复活”， 未成年女排运动员在比赛中途产子， 女子

疑男友有外遇在其车上贴满卫生巾， 男子用 ８８８ 万现金下聘， 藏獒被 “天价” 售出等。 与其他主题的

报道不同的是， 社会主题的报道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媒体中重复率很高， 这一方面是新闻的冲突性、 反

常性使然， 另一方面也说明非洲人民对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充满了好奇和想象。 在这些奇闻异事的报

道中， 非洲媒体呈现出的浙江是一个既开放、 又保守， 既富裕、 又爱展现其富裕的地方。 它的开放体

现在未婚产子现象时有发生， 体现在人们不再羞涩于避孕套、 卫生巾等私密物品， 还体现在宁波奉化

有一家生产性玩具的塑料玩具厂； 而它的保守又体现在诸如 “童子尿鸡蛋” 这种封建迷信思想依然残

留， 以及在男女关系上， 女方对男方外遇的 “零容忍”。 事实上， 这种开放和保守的二元共存也正是整

个中国社会的缩影。 浙江的富裕在经济主题报道中已然可见， 但社会主题的报道更多地呈现了浙江人

如何展示他们的财富， 比如： 用 ２０ 万元人民币折成纸玫瑰求婚， 用 ８８８ 万现金给女方下聘， 用 ２００ 万

美金购买一条藏獒， 以及在小区里仿建高达 １０８ 米的埃菲尔铁塔。 这些无疑会增强非洲人民对浙江的向

往， 进一步激起他们的中国淘金梦。 当然，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浙江也有。 例如， 在中国的食品、
环境与医患矛盾等问题凸显的大背景下， 非洲媒体也报道了 ２０１３ 年的嘉兴死猪事件和 ２０１４ 年杭州人抗

４３

①

②

中非智库论坛由浙江师范大学于 ２０１１ 年创立。 该论坛每年举办一次， 由中国和非洲国家轮流举办。 在中国举办时， 通常

由浙江师范大学主办； 在非洲举办时， 浙江师范大学则作为合办方参与。
以下报道主题均来自非洲报纸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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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建垃圾焚烧炉事件及温岭的病人刺死医生的事件。①

４ 文化主题呈现的浙江形象

文化是传播中国形象的重要名片。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浙江更被誉为 “文化之邦”， “最忆是杭州”
的 Ｇ２０ 杭州峰会文艺演出让世人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 遗憾的是， 非洲媒体对浙江文化的关注并

不多， 只有 ８ 篇， 占所有报道比重的 ４ ８％。 不过， 仅有的 ８ 篇文章有 ７ 篇为正面报道， 且呈现出了浙

江文化的丰厚底蕴， 如南非 《星报》 （２０１５） 的文章 《中国节给斯特坎普带来色彩》， 盛赞了在 ２０１５
南非中国年之浙江文化节上浙江艺术家带来的精彩演出， 他们现场展示的平阳木偶戏表演、 黄杨木雕

和杭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带有浙江柔美韵味的文艺演出得到了非洲观众的一致好评。 津巴布韦

《先驱报》 （２０１４） 对中国美食文化节的报道和加纳 《每日写真报》 （２０１６） 对西湖美景和地名文化的

介绍， 则向非洲人民展现了浙江的历史和人文。 此外， 浙江师范大学还架起了现代中非文化交流的桥

梁。 阿尔及利亚 《言论报》 （２０１３） 的文章 《中法在非洲视听市场的竞争》 以中性的视角指出， 浙江

师范大学非洲影视研究中心的成立， 目的就是加强中非在影视方面的了解和合作， 以增加中国在非洲

视听业的影响力。 在文化形象的建构上， 浙江师范大学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 浙师大非洲

研究院的各类非洲研究中心的建立及其举办的研讨会经常会进入非洲媒体的报道视线， 另一方面， 它

与非洲学校合办的孔子学院及各种夏令营活动也得到不少非洲媒体的肯定。
（二） 以 《纽约时报》 为代表的西方报道框架对非洲框架的影响

建构主义认为，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形象不是客观既定或自我设计的结果， 而是一种社会或集体实

践的产物。［１１］因此， 浙江在非洲的形象并非固定不变的实体， 它在双方高层互动、 经贸合作、 民间往

来， 以及西方报道框架的影响之下 “社会地” 建构起来。 在国外媒体对浙江形象的建构中， 本文发现，
以 《纽约时报》 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在浙江的政治主题报道中对非洲媒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而在经济、
社会以及文化主题报道中影响则相对较小。

１ 在对浙江的政治形象建构上对非洲媒体影响较大

政治问题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也是西方媒体 “妖魔化” 中国的焦点。 《纽约时报》 在对浙江的报道

中， 这一主题下的文章数量最多， 报道比重高达 ３６％。 作为世界知名媒体， 《纽约时报》 无论在新闻敏

感上还是反应速度上都比非洲媒体敏锐得多， 因此无论是在对中国领导人换届的关注上， 还是 Ｇ２０ 杭

州峰会的报道上， 《纽约时报》 都比非洲媒体要快。 时效性为其设置国际议程提供了条件。 最终， 在对

浙江的政治报道中， 《纽约时报》 通过 “框限” 和 “架构” ［１２］两个层次引导了非洲媒体的报道框架。
框限的引导主要体现在主题事件的选择上。 以对 Ｇ２０ 杭州峰会的报道为例， 《纽约时报》 对 Ｇ２０ 杭

州峰会中展示的富有魅力的中华文化和众志成城迎峰会的团结精神只字未提， 对 Ｇ２０ 杭州峰会取得的

重大成果亦关注较少， 却更多地把报道的重心放在了 Ｇ２０ 杭州峰会的安保工作上， 以负面为主的基调

评价了峰会的安保过于严苛。 无独有偶， 非洲也有不少媒体在报道中提及了 Ｇ２０ 峰会安保的严格， 并

配上了路透社拍摄的安保现场的照片， 其切入点与 《纽约时报》 基本一致。 架构的影响则体现在报道

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设定上。 例如， 在报道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时， 《纽约时报》 和非洲媒体都运用

了插叙的方式提到了他在浙江任职的背景。 在报道温州拆除违建教堂时， 双方媒体也都通过猜测、 引

申和联想的报道手法将一件本是常规的拆除违章建筑的事件赋予复杂的政治意义， 由此设定其报道的

意识形态。
２ 在对浙江的经济、 社会、 文化形象建构上对非洲媒体影响较小

近年来， 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浙江的民企也在中国企业 “走出去” 战略的鼓励下

展开跨国经营的步伐。 因此， 《纽约时报》 和非洲媒体都对浙江的经济发展给予了不少关注， 诸如浙江

５３

① 对这三个主题的关注分别来自肯尼亚 《民族日报》 和埃及 《金字塔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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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企业吉利集团和阿里巴巴集团都不止一次出现在双方的报道中。 与政治宗教主题不同的是， 《纽约

时报》 和非洲媒体在经济主题的报道中更多地从本国的视角出发， 或报道浙江企业的动态与发展， 或

在中国经济大发展中提到浙江的特色。
对于美国这个世界经济强国来说，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新经济体， 因而被其视为长远头号对手。 这一

角色设定反映在媒体的报道中， 即 《纽约时报》 更倾向于将阿里巴巴与 Ｅｂａｙ、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进行比较，［１３］

更侧重于分析中国制造的沃尔沃汽车对美国汽车销售市场的影响，［１４］更重点关注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太阳

能电池板的反倾销调查［１５］等。 可以说， 《纽约时报》 对浙江及中国经济的报道主要立足于威胁与挑战

的框架。 相比之下， 非洲国家由于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因而更关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以期探寻

可供本国借鉴的经验。 鉴于此， 非洲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国的金融改革、 中国经济发展的 “新常态”、 出

让土地使用权政策、 电子商务及物流的发展情况， 以及中国和浙江的对非投资和援助发展项目等等内

容。 因此， 非洲媒体对浙江及中国经济的报道主要是立足于合作与借鉴的框架。
此外， 定位与层次的不同决定了 《纽约时报》 与非洲媒体在社会新闻上的不同报道框架。 《纽约时

报》 自誉为 “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和 “政治精英的内部刊物”， 它的言论和观点甚至可能成为美国国

会政策制定的参考。 因此， 其定位决定了它在社会新闻取材上的严肃性， 类似 “汽车被贴满卫生巾”
这样的奇闻异事基本不太可能出现在 《纽约时报》 的报道中。 而非洲媒体多为大众化定位， 且受其采

编能力的制约， 高质量的深度报道相对较少， 尤其在社会新闻的选择上， 更倾向于从新闻的冲突性、
反常性出发， 选择一些能吸引眼球的事件进行报道。 当然， 并非所有非洲媒体都热衷报道奇闻异事，
在本文所选取的 １０ 家非洲媒体中， 非洲北部和中部国家的报纸对此类事件报道较少， 而东部和南部国

家的报纸则相对多一些。 相较于政治和经济主题， 对浙江文化的关注双方都显得欠缺。 《纽约时报》 仅

有的一篇与文化有关的报道还是聚焦于一个热衷说唱音乐的美国黑人， 讲述其在绍兴生活和传播说唱

音乐的经历。 报道数量的欠缺意味着话语的缺失， 因此在文化主题的报道中， 非洲媒体基本没有受到

西方框架的影响， 而呈现出了自己的非洲特色。

四、 思考与建议

随着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快车道， 中非的交流与合作由国家层面拓展至区域之间。 温州与库

马西结成姐妹城市， 义乌成为许多非洲商人的第二故乡， Ｇ２０ 峰会在杭州的胜利召开， 都使得浙江逐渐

进入非洲媒体的视野。 浙江形象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中国的国家形象紧密相连。 在研究

过程中， 笔者还发现， 无论是 《纽约时报》 还是非洲媒体， 它们对浙江的报道倾向与对中国的报道倾

向基本一致。 因此， 提升区域形象和区域媒体的对外传播能力就是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 增强中

国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之一。 对此， 笔者认为可以抓住非洲媒体的特点， 对其展开适当的引导， 以减弱

西方话语对其的影响力， 增强中国的非洲声音。
第一， 利用非洲媒体报道的 “时间差”， 把握话语主动权。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 非洲媒体在国际新

闻报道， 尤其是与本国无关的国际新闻报道中反应相对滞后。 这主要受其采编能力的限制。 一方面，
非洲的媒体从业人员在新闻视野和新闻敏感上不如西方记者； 另一方面他们通常也无法亲临采访现场，
因此不能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 在对一些中国国内事件的报道中， 非洲媒体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媒体相

比存在着少则几天， 多则数月的 “时间差”， 这一 “时间差” 为中国话语的适时介入和引导提供了契

机。 目前， 中国在非洲的媒体数量不断增加： ２００６ 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 ＣＲＩ） 在内罗毕落地， 建立

了第一个国外调频网络电台； ２０１１ 年新华社的非洲总分社增加了 ６ 个驻地机构， 这使得其在非洲的分

社数量达到了 ２３ 个； ２０１２ 年 《中国日报》 在内罗毕和约翰内斯堡发布了非洲版周报； 同年， 中央电视

台非洲分台开播。 这些举措部分地削弱了西方话语的绝对主导地位， 提升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然

而， 对于诸如浙江这样的区域而言， 在非洲开设传统媒体显然不切实际， 但通过无国界的移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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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突破却是经济、 可行的途径之一。 据互联网数据统计网站的最新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非洲互

联网用户数量达到 ３ ４ 亿， 占非洲总人口的 ２８ ７％， 占全球网民数量的 ９ ４％， 其中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的用户数

达 １ ４６ 亿， 占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总用户数的 ８ ７％。 因此， 将互联网作为传播浙江和中国最美故事的突破口，
利用互联网的特性打造符合非洲需求的新闻产品， 不仅能有效地抓住 “时间差”， 在第一时间发出自己

的声音， 还能通过网络互动增进与非洲人民的友谊。
第二， 寻求与非洲记者的民间外交机会。 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 但有的时候距离不仅不能产生美，

反而会引发误解， 而消除误解的最好方式就是相互了解。 自 ２００１ 年起， 中国国新办和商务部开始经常

性地举办针对非洲新闻记者和媒体官员的研讨会和培训班， 分享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取得

的成就。 学员们在经过两周的参观和体验之后， 都对中国有了新的了解。［１６］Ｎａｓｓａｎｇａ 和 Ｍａｋａｒａ 的研究也

发现， 到过中国的非洲记者对中国的报道更为正面， 且大部分非洲记者也承认现实的中国比他们想象

中的更加开放、 包容和有活力。［１７］因此， 中国之行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印象， 继而影响到了他们对中国

的报道基调。 记者， 在一个国家掌握着更多的话语权， 因而担负着意见领袖的重要角色。 而相对发达

的经济体往往在本区域内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因而地区性大国可能影响该地区对中国形象的

认知。［１８］鉴于此， 笔者认为， 浙江可以依托浙江师范大学与非洲建立的良好关系， 邀请非洲记者， 尤其

是非洲三大经济体尼日利亚、 埃及、 南非的记者来浙江展开交流， 与浙江卫视和浙江日报集团的同行

进行对话， 通过民间外交的方式展示浙江的传媒软实力和历史文化。 继而通过其意见领袖的作用， 将

浙江良好形象的传播从人际传播扩展至大众传播层面。 正如习总书记在多次演讲中强调的 “国之交在

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交流是交心的基础， 民间的交流有利于推动国家的良性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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